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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借助家庭内部分工理论构建外出务工影响耕地撂荒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 2016—2018 年中

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外出务工所带来的流

失效应造成农户耕地生产有效劳动力投入不足,引致耕地撂荒行为的发生。 同时,农户外出务工在非农部门获取

超额的劳动回报,由此产生的收入效应并不会正向作用于农业生产性投资,实际导致了耕地保障功能的削弱,反而

加剧了耕地撂荒。 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外出务工主要是通过增加家庭汇款影响农户耕地撂荒行为。 异质性分析结

果显示,专业户家庭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耕地撂荒行为的发生;外出务工对具有社会保障的农户家庭

耕地撂荒的影响更为突出。 因此,在保证农户拥有长期稳定的外出就业岗位和社会保障的基础上,要有效引导土

地流转和托管,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以缓解耕地撂荒。

　 　 关键词:外出务工　 耕地撂荒　 流失效应　 收入效应　 家庭汇款

　 　 中图分类号:F301.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4)04-0038-18

　 　 一、问题提出

耕地既是广大农村家庭的生计来源,也是乡村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的实施赋予了农民自主决策权,中国农村开始出现了一定规模的耕地撂荒现象[1] 。 随着经济社会

迅速发展与城乡间户籍迁移壁垒的松动,大量农村劳动力不断脱离农业融入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农村人口

向城市单向流动的趋势持续上升。 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全国人口净流出的行政村数量占全部行

政村数量比重高达 79. 01%。 国家统计局《2022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比上年增加

311 万人,增长 1. 1%。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村人口转移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2] 。 当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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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外出务工后,农业生产有效劳动力投入不足势必会影响耕地利用。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课题组研究

显示,“2017 年全国 95%的县级行政单元存在耕地撂荒现象” [3] 。 特别是在中国南方丘陵山区地带,农业机

械难以取代体力劳动,耕地撂荒现象更为明显。 面对十八亿亩耕地保护红线的硬性约束底线,如何避免耕

地资源浪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难题。
现有研究对造成耕地撂荒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探讨。 主流观点认为耕地撂荒主要是由劳动力转移引

发的农业生产有效劳动力投入不足造成的。 其原因在于农户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个体通常会被分配至

自身所擅长的领域,从而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而农业生产与其他产业相比的先天劣势导致农户优质劳动

力会被优先置于非农生产活动,以便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 当家庭从事非农生产的外出劳动力逐渐增加,
留守劳动力弱质化的特征愈发突出,且难以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弥补农业生产的损失,便会采取粗放式经营

方式,减少基本性生产,耕地因此变得贫瘠荒凉[4] 。 这揭示了家庭劳动力流失效应所带来的耕地撂荒行

为[5] 。 然而,新迁移经济学理论(NELM)指出,虽然外出务工带来了家庭人力资本的流失,但通过家庭成员

外出务工活动,农户能够从中获得汇款流入,改变了农户生产决策的条件约束。 外出务工所带来的收入效

应如何作用于农业生产,现有研究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 王子成(2012)从收入水平视角出发,认为务工汇

款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偿这种劳动力流失效应带来的农业经济损失,但对汇款用途未进行探讨[6] 。 一些研究

发现,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带来的收入增加可能导致农户存在非理性农业生产投资,促使农户购买生产性服

务实现要素替代[7] ;或是在收到汇款后更多地投资于农业生产,例如旱地和水田投资利用[8-9] 。 相反,另有

研究指出,农户外出务工所得的家庭汇款会被更多用于消费性用途[10] ,如改善自身家庭生活条件、住房建设

投资、补贴家用或是优先用于子女教育投资[11] ,并未显著提升农户的生产性投资,甚至产生负向影响[12-13] 。
总体而言,学术界针对外出务工与耕地撂荒进行了丰富的探讨,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然

而,已有文献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关于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多侧重于讨论劳动力转移后带来的流

失效应所引发的耕地撂荒,较少关注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收入效应如何影响家庭农业生产决策,即流入汇款

所带来的作用效应缺乏统一论断;第二,农户撂荒耕地更多地表征为家庭联合决策的结果,同样,农户外出

务工最重要的是保证、维持家庭的生存运转,两者始终围绕家庭效用最大化。 综合来看,以往文献在讨论外

出务工与耕地撂荒之间的关系时,多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孤立地讨论个体行为,较少将其置于农户这一整体

单位上进行微观层面的定量实证研究。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本文以家庭内部分工视角作为切入点,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系统阐

释外出务工、家庭汇款、耕地撂荒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对外出务工作用于耕地撂荒的机制和内生性问题进行

讨论;第二,通过考察外出务工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如何影响农户的耕地撂荒决策,拓展了主流研究聚焦于流

失效应的研究视角,弥补了已有定量研究的不足之处;第三,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面板数据进

行实证分析,从动态角度阐释农户外出务工所内含的要素资源交换及配置过程,弥补了以往研究仅注重静

态分析的缺陷。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影响的分析框架

以往经济学研究在讨论家庭内容时往往局限于家庭物质生活中的收入和支出方向,忽视了传统社会中

家庭所具有的重要社会属性。 20 世纪中期,贝克尔在考察居民户和家庭内的分工情况时,认为家庭作为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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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生产单位,是以明确、细致的分工协作为基础的。 如果一个家庭是高效率的,且成员之间都有着不同的

比较优势,拥有更多比较优势的个体会使其生产活动专业化。 具体而言,这种比较优势体现在家庭成员的

时间配置和人力资本差异,他们不会同时投资于市场部门和家庭部门,在市场部门具有比较优势的成员会

使其市场活动完全专业化,在家庭部门具有比较优势的成员则会使其家庭活动专业化,以此获取专业化投

资收益[14] 。 基于此,本文理论推导尝试建立在巴德汉和乌瑞德(Bardhan
 

&
 

Udry,1999) [15]的分析基础上,在
完善市场假定条件下构建一个标准的农户模型。 假设农户家庭中包含有两位成员,且每位成员均从各自的

消费 (c1,c2) 和闲暇 ( l1,l2) 中获得效用。 其中, p 是产品价格, (w1,w2) 是农户成员劳动力价格, w3 是雇佣

劳动力价格。 假设该农户在自有耕地上从事农业产品生产活动,并以凹形生产函数 F(L,A) 作为代表。 L 是

耕作所用劳动力, A 是耕地面积。 同时,假设 EA 为农户的土地禀赋, EL
i 是第 i 位成员的时间禀赋, r 为单位

土地的租赁价格。 农户所面临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可表示为:
maxU(c1,c2,l1,l2) (1)

约束条件为:
p(c1 +c2) +w3Lh + rAh ≤ F(L,A) +w1Lm

1 +w2Lm
2 + rAm

 

(2)

L =Lf
1 +Lf

2 +Lh
 

(3)

A =Af +Ah
 

(4)
EA =Af +Am (5)

EL
1 =Lf

1 +Lm
1 +l1

 (6)

EL
2 =Lf

2 +Lm
2 +l2

 (7)

ci,li,Lf
i,Lm

i ,Af,Am ≥ 0,i ∈ {1,2}
 

(8)
式(1)表示农户的效用最大化决策,总效用取决于每个家庭成员的消费和闲暇;式(2)表示农户所面临

的预算约束,消费支出 p(c1 +c2)、 雇佣劳动支出 (w3Lh) 和租入土地支出 ( rAh) 三项费用总和不超过农业收

入 F(L,A)、 劳务输出收入 (w1Lm
1 +w2Lm

2 ) 和出租土地收入 ( rAm) 三项收入总和;式(3)表示农场所用劳动力

L,等于农户自有劳动 (Lf
1 +Lf

2) 与雇佣劳动 (Lh) 之和;式(4)表示农场所用土地 (A), 等于自有自用土地

(Af) 与租入土地 (Ah) 之和;式(5)表示农户的土地禀赋 (EA) ,等于自有自用土地 (Af) 与租出土地 (Am)
之和;式(6)和式(7)表示农户每一位成员的时间禀赋,等于自有农场农业劳动、劳务输出和闲暇之和。

将式(3)—式(7)代入式(2)可得:
p(c1 +c2) +w3Lh + rAh ≤ [F(L,A) -w1Lf

1 -w2Lf
2 -w3Lh - rA] + (w1EL

1 -w2EL
2 ) + rEA (9)

式(9)表示农户的消费支出不能超出其农业生产利润与家庭禀赋价值之和。 为简化分析,将式(9)改

写为:
p(c1 +c2) +w3Lh +rAh ≤ π +(w1Lm

1 + w2Lm
2 ) +rAm

 

(10)

π = F(L,A) -w1Lf
1 -w2Lf

2 -w3Lh - rA (11)
当农户效用函数具备局部非饱和特点时,式(10)中农户效用最大化的最优解是在取等式时,并且农户

效用函数的最大值会随 π 的增加而增加。 因此,农户效用最大化生产决策表示如下:
π∗(L,A) = maxF(L,A) -w1Lf

1 -w2Lf
2 -w3Lh - rA (12)

式(12)中,预算约束及农户自身偏好是由农业生产利润和家庭禀赋价值之和所决定的,此外,农户还会选

择消费和闲暇组合来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目标。 当市场处于完善条件下,农户的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存在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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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特征。 但是,当市场存在多重不完整性时,农户的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便会交织在一起,可分性特征便不

复存在[16] 。 然而,现实情况中市场通常是不完善的,农户耕地撂荒又属于家庭生产行为。 本文以农业生产

利润和家庭禀赋价值之和构成家庭生产总效用函数,并将农户耕地撂荒行为引入模型。 考虑到农户外出务工具

有一定的连续性,劳动力无法在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中灵活配置,产生了自有耕地撂荒行为,即 A􀮨(A􀮨 ∈ A)
为农户的耕地撂荒面积, π° 为家庭总效用,家庭生产的总效用函数表示为:

π° = F(L,A) -w1Lf
1 -w2Lf

2 -w3Lh - rA + (w1EL
1 -w2EL

2 ) + rEA
  

(13)
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表示为:

∂F(L,A)
∂Lm

1

-w1 = 0 (14)

∂F(L,A)
∂Lm

2

+w2 = 0 (15)

∂F(L,A)

∂A􀮨
- r = 0 (16)

将式(14)、式(15)、式(16)联立求解可以得出,在农户家庭存在耕地撂荒的情况下,最优的劳动力投入

水平 L∗ 和耕地撂荒面积 A∗ 。 考虑到农村要素市场并不完全,农户外出务工就业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

使得农业生产中的雇工成本非常高,而土地要素市场的不完善又进一步推高了耕地流转成本。 因此,农户

家庭选择撂荒耕地将会造成农业生产部分的效用损失。 如果农户的非农劳动力投入和耕地撂荒面积分别

为 L0 和 A0,农户总效用的变化可以表示为:

Δπ° = ∫L∗

L0

∂F(L,A)
∂Lm

1

-w1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dL + ∫L∗

L0

∂F(L,A)
∂Lm

2

+w2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dL - ∫A0

A∗

∂F(L,A)

∂A􀮨
- r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dA (17)

式(17)中, ∫L∗

L0

∂F(L,A)
∂Lm

1

-w1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dL + ∫L∗

L0

∂F(L,A)
∂Lm

2

+w2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dL表示自有劳动力外出务工带来的非农收益,

∫A0

A∗

∂F(L,A)

∂A􀮨
- r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dA 表示自有耕地撂荒带来的租金损失(农业收益损失)。

从式(17)中可以得出,农户外出务工对家庭总效用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劳动力的配置方

式,并不会对家庭生产造成完全负向影响,非农收入的增加也将提升农户总效用。 可见,当家庭劳动力能够

从非农生产活动中获得远高于农业生产经营收益时,家庭优质劳动力会更倾向于非农就业。 其中,非农转

移的这部分劳动力通常是具备市场部门比较优势的家庭成员;反之,在家庭部门具有更多比较优势的成员,
由于其家庭部门的边际产品大于市场部门的边际产品,会倾向于从事家庭部门生产。 即,前者会在市场部

门形成专业化,后者会在家庭部门形成专业化。 由于极端化的市场部门投资存在,当农户家庭劳动力过度

配置于市场部门时,所产生的流失效应将会导致无人参与家庭部门生产,耕地撂荒发生的可能性较大。 与

此同时,这种劳动力跨产业的离农配置方式在提升家庭非农收入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对于农户耕

地利用存在一定的影响也需要考虑在内。 以农民因个体原因无法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时,转出耕地承包权所

获的租金可被视为耕地的养老保障功能,王亚辉等(2020)按照 1986 年不变价格计算发现,全国层面人均耕

地养老保障价值从 1986 年的 550 元 / 年降至 2015 年的 150 元 / 年[17] ,而现阶段外出务工所能获得的工资性

收益远高于此。 通常而言,这类非农收入会以汇款方式与家庭经济构成紧密联系,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家

14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 年第 4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4, 2024)

庭成员保障的公共负担[18] ,也间接削弱了耕地长久以来的保障功能,发生撂荒的可能性较大。 此外,如果一

个地区的土地要素市场较为完善,存在较低的制度性成本,农户能够以较为合理的价格获取土地租金收入,
可以有效地避免耕地撂荒行为发生带来的损失。 但是在山区或是丘陵地带,由于耕地自身禀赋条件或是要

素市场发育迟缓导致耕地收益无法有效获取,这种情况下往往给家庭总效用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这也与

当前较多的研究结论[19]相符,在中国丘陵山区耕地撂荒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二)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影响的研究假设

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加深,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户的生产过程通常面临流动性与风险的双重约

束。 在有限的户均耕地面积下难以实现规模经营,土地由此在内卷化过程中得到精耕细作[20] 。 随着城乡间

要素流动互通便利,农村劳动力产生了迁移的动力,较多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引致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

市转移,引发了农户家庭要素与资源配置的重构。 一方面,碍于自身禀赋条件约束,大部分外出务工劳动力

并不具备长期稳定就业能力,诸如非农产业在年龄、能力等多方面条件要求下,外出务工劳动力呈现候鸟式

流动特点,增加了非农务工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以及信息成本,只有减少对农业生产的劳动投入,才能满

足非农劳动必要投入要求。 部分地区外出务工家庭选择将双季稻改为单季稻,或是复种指数的下降,对耕

地利用率带来了负面影响[21] 。 即便多数外出农户以兼业化方式维持家庭农业生产,碍于耕地细碎化等问

题,使其不能有效使用大型机械实现劳动力要素替代,导致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率低下[22] 。 另

一方面,当家庭劳动力过度转移后,农户自有耕地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有效劳动力投入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

利用。 主要是留守家庭成员多表现为老龄化、女性化和弱质化的特点,难以长时期维持农业生产高强度投

入,逐渐演变为粗放式的经营或是撂荒状况。 这种劳动力转移的要素约束效应,不仅抑制了贫困家庭的农

业劳动力投入,对于中高收入农户家庭的非农生产行为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激化了人地矛盾关系[23] 。 正

如前文理论框架所述,非农劳动力 L0 投入水平为达到最优非农劳动力投入水平 L∗, 势必减少耕作所用劳动

力 L, 即家庭劳动力被配置于非农生产部门后,对于家庭农业生产造成的劳动要素流失效应,将会挤兑农业

有效劳动力短缺的结构性矛盾,最优(最小)撂荒面积 A∗ 将会逐步增加至 A0, 表现为更为广泛的农户耕地

撂荒行为。 谢花林和黄萤乾(2022)在以闽赣湘地区为样本的研究中,证实了大量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后,
家庭耕地因劳动力短缺而被迫撂荒[24] 。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行为有正向影响。
中国劳动力大量迁移的背后,一部分引起更少的农业劳动力投入,另一部分也带来了更高的家庭非农

收入[25] ,劳动力外出务工与家庭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也会随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农村外出务工成

员与留守成员之间的这种关系,主要源于一种相互协商后的契约安排,并以此为保障各个成员的利益分配

与家庭稳定,体现出一种利他主义动机。 家庭内部分工理论同样认为,家庭内的分工和广泛的专业化可以

减少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一个利他主义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这一保证。 当农

户家庭劳动力要素在市场部门和家庭部门的分工配置后,既能够降低收入波动风险,也能够实现家庭收益

最大化[14] 。 特别是以传统农业经营收入为主的农户,成员外出务工所带来的收入增长能够拓展整个家庭的

收入约束边界,使其能更多地购买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力节约型农业生产要素或是增加正式保险的购买以实

现内部的风险分担[26] 。 事实上,达到上述目标的前提是汇款收入能够被优先用于农业投资。 然而,大量研

究表明随着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的提升,以及农业收入占农户家庭总收入比例的下降,农业会逐步走

向兼业化,甚至副业化[27] 。 在过去农村社会养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耕地最基本的功能之一是作为农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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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社会保障,外出务工农户对于土地的“粘连”相对更容易出现(如兼业化选择)。 但随着工资性收益与日

常消费不断上升,农户能够从耕地中获取的收益在消费需求占比中越来越小,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不断弱

化[17] ,承包地逐渐表现出财产功能属性。 当农户难以过多地指望家庭所有耕地完成再生产过程,源于耕地

的利用方式与资本性投入将会面临更高的边际成本,致使整个家庭愈发表现出离农倾向,家庭收入越高的

农户,发生撂荒的可能性更高[28] 。 而外出务工所带来的汇款流入使得留守农业劳动力更倾向于增加闲暇时

间以及“偷懒”行为的发生,农业经营趋于粗放化,进而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负面影响[29] 。 前文理论模型中

式(17)阐述了当前两段非农收益 ∫L∗

L0

∂F(L,A)
∂Lm

1

-w1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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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
ê

ù

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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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时,外出务工所增加的收入将会以汇款形式反馈于家庭,进一步削弱耕地生产或

是流转租金的依赖。 贺雪峰和董磊明(2009)指出,农民外出务工存在着两种不同内在逻辑,一种是外出务工赚

取收入以维持农村家庭的体面生活,另一种是以赚取进城生活的积蓄或获得逃离村庄的资本[30] 。 结合中国农

村情景,更多的外出务工劳动力将非农收益用于房屋建设、食物消费、子女教育以及赡养父母,而不是生产性投

资[31] 。 也正是如此,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所获的家庭汇款,是先以解决温饱需求或是提升生活质量为出发,进一

步替代了耕地所具备的保障功能,导致耕地撂荒的产生。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外出务工能够促进农户收入的增加,但并不会直接用于家庭农业生产性投资。
H3:外出务工通过促进家庭汇款,间接增加了农户耕地撂荒。
图 1 是外出务工影响耕地撂荒的流程。 可以看出,外出务工主要是通过两条渠道作用于耕地撂荒:一条

是劳动力流失效应造成的有效劳动力投入不足;另一条是收入效应,即前面论述的外出务工所获高额经济

收益并未用于农业生产性投资,反而间接地削弱耕地保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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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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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外出务工与耕地撂荒作用流程

　 　 三、数据来源、变量说明及实证模型

　 　 (一)样本及数据来源

文中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该项调查涉及中国 29 个省份(未包括海南、西藏、港澳台地区)

的 400 多个村居(社区);调查内容覆盖面广,聚焦于中国劳动力的变迁与农业生产现状,也被广泛用于农村

劳动力问题研究。 本文利用 2016—2018 年两轮追踪调查的面板数据开展研究,在样本选择与实证分析过程

中,首先进行数据整合,按照家庭编码对个体调查问卷、家庭调查问卷、村居调查问卷进行匹配与合并。 其

次,因本文主要研究农户及其生产行为,故按照户籍类型筛选出农业户籍个体样本,再根据农户家庭是否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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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耕地进行二次筛查。 最后,剔除调查问卷数据中存在的缺失值、极端值以及部分无效回答的数据,最终得

到有效样本数为 9
 

210 个,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耕地撂荒行为 农户家庭承包地是否存在撂荒:是= 1,否= 0 0. 121
 

1 0. 326
 

3

外出务工 家庭中外出务工人数占劳动力总人数的比例 0. 148
 

7 0. 204
 

6

户主年龄 农户家庭户主年龄 / 周岁 55. 452
 

1 15. 374
 

1

户主性别 农户家庭户主性别:男= 1,女= 0 0. 548
 

0 0. 497
 

7

户主文化程度 被访农户家庭户主学历:未上学= 0,小学= 5, 6. 899
 

3 3. 905
 

7

初中= 8,高中= 11,大专及以上= 14

户主婚姻状况 被访农户家庭户主是否未婚:是= 1,否= 0 0. 840
 

2 0. 366
 

3

户主健康状况 被访农户家庭户主健康状况:1=非常不健康,2=比较不健康,3=一般,4=健康,5=非常

健康

1. 810
 

3 0. 392
 

0

农业生产专业户 被访农户是否为农业生产专业户:是= 1,否= 0 0. 108
 

2 0. 310
 

6

流转耕地面积① 农户家庭承包地流转面积 / 亩② 1. 611
 

3 13. 334
 

8

自有耕地面积 农户家庭承包地面积 / 亩 4. 131
 

6 10. 015
 

9

土地确权程度 被访农户是否领到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 1,否= 0 0. 671
 

0 0. 404
 

9

家庭总收入 农户家庭全年总收入 / 万元 5. 787
 

3 9. 655
 

1

家庭汇款 农户家庭全年汇款收入 / 万元 0. 214
 

6 1. 254
 

5

家庭农业收入 农户家庭农业收入 / 万元 0. 840
 

4 2. 664
 

4

家庭人口规模 农户家庭人口总数 4. 394
 

4 2. 169
 

9

自购农机具 农户家庭耕地是否自购农机具:是= 1,否= 0 0. 133
 

0 0. 339
 

6

家庭用电情况 没通电= 1,经常断电= 2,偶尔断电= 3,从未断电= 4 3. 323
 

0 0. 553
 

4

政府帮扶 农户家庭救济金领取金额 / 万元 0. 071
 

0 0. 623
 

3

村庄地势 村庄地势情况:平原= 1,丘陵= 2,山区= 3 1. 673
 

0 0. 828
 

8

村庄基础设施 村庄交通道路是否有路灯:是= 1,否= 0 0. 174
 

4 0. 379
 

5

村庄公共服务 本村是否为乡政府所在地:是= 1,否= 0 0. 598
 

5 0. 490
 

2

　 　 (二)模型设定

本文模型中被解释变量农户耕地撂荒行为属于离散变量,且适用典型的二值选择模型,因此构建评定

(Logit)模型考察外出务工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具体如下所示:
P(Abandomenti = 1 | X i) = exp(Z) / [1 + exp(Z)] (18)

Z =α0 +α1Outworki +α2X i +δi (19)
式(18)和式(19)中,被解释变量 Abandomenti 表示农户耕地撂荒行为,核心解释变量 Outworki 表示农户

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占比, X i 为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等控制变量。 此外,忽视内生性问题可能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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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外出务工影响耕地撂荒的回归结果无法得到一致估计。 内生性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 其一,由模型内双

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外出务工并不必然与之相关联,但考虑到农户撂荒耕地后更有可能从事非农就

业且务工范围较为广阔,由此导致二者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寻找与外出务工有关的工具变量能够较好

地缓解这一偏误。 其二,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农户外出务工行为易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虽然采

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能够解决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变量遗漏问题,但是面对部分个体特征变量无法有

效观测与提取或是测量,遗失此类潜在变量将会产生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因此,本文在选择面板固定效应

模型的基础上,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来缓解其中的内生性问题,对模型修正如下:
P(Abandomentit = 1 | X it) = exp(Z) / [1 + exp(Z)] (20)

Outworkit =β0 +β1IVit +β2X it +μi +λ t +ηc +σit (21)

Z =γ0 +γ1Outwork′it +γ2X it +μi +λ t +ηc +εit (22)

具体而言,式(20)中的 Abandomentit 表示农户 i 在 t 时期的耕地撂荒情况;式(21)中, Outworkit 表示农

户 i 在 t 时期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占比, IVit 表示第一阶段回归的工具变量, X it 为包含户主、家庭、村庄层面

多个变量的控制变量。 μi、λ t、ηc 分别为个体、年份和地区固定效应,其中地区固定效应主要参考东部、中部、

西部进行设定,选择西部省份作为参照组,其余省份作为实验组。 此外,式(22)中的 Outwork′it 为第一阶段通

过回归所得的解释变量(外出务工)的预测值。

　 　 (三)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劳动力外出务工。 CLDS 家庭问卷中调查了受访者家庭成员“他 / 她为什么不住

在这个家里”,在问卷中选取家庭成员“外出打工 / 工作”这一作答选项,用农户家庭外出务工人数 / 家庭劳动

力总人数来衡量农户劳动力的外出务工情况。 除了农户层面外,本文还在村级层面对该类变量做了加总统

计,选择“季节性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人口数量”用于稳健性检验。
2.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是耕地撂荒行为。 CLDS 调查了受访者农业生产情况,包含“总共有多少亩”“承包他人

土地多少亩”“弃耕多少亩”,农户作为耕地的主要使用主体和受益主体。 参照郑淋议(2022) [32] 的做法对农

户家庭是否存在撂荒行为进行 0-1 赋值,该指标能够更为直观地衡量耕地撂荒的状况。 为保证计量模型的

稳健性,文中根据 CLDS 数据提供的耕地弃耕面积 / 家庭耕地面积得出撂荒率作为替代变量进行回归,以及

村级层面的撂荒变量进行补充检验。
3. 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其他可能影响耕地撂荒的因素,本文参考庄健和罗必良(2022) [33] 的研究,所选控制变量主要

包括三类:第一类是户主特征,包括户主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以及健康状况;第二类是家庭特征,
流转耕地面积、自有耕地面积、家庭农业收入、家庭人口规模、自购农机具、家庭用电情况、政府帮扶;第三类

是村庄特征,包括村庄基础设施、村庄地势、村庄公共服务。 进一步地,考虑到不同地区农户生产经营情况

可能受外部环境因素干扰,以东、中、西部区域虚拟变量形式加以控制。
4. 工具变量

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上,考虑外生性和相关性的前提条件下,保证充足的样本单位选择“村庄内其他农户

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占比”作为本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占比的工具变量。 主要原因在于,农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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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系网络中个体的决策往往容易受到其他个体的影响,村庄中外出务工人数越多,便会出现同群效应,驱
使更多的农户选择非农就业,满足相关性要求。 在外生性方面,该变量也并不直接影响农户家庭自身的耕

地撂荒状况,满足工具变量的基本要求。

　 　 四、估计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流失效应的回归结果

本文通过基准回归模型判断流失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具体作用效果。 在进行模型回归前,先确定模型设定

是否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单个变量 VIF 最大为 1. 37,模型平均 VIF 数值为 1. 13,均小于 5,说明本文

选取的自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2 报告了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行为影响的估计结果。 其中,列(1)
是在控制农户个体、时间、地区固定效应后,进行单一变量的回归估计;列(2)则是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控制了个

体和时间固定效应;列(3)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区域虚拟变量进一步控制区域间可能存在的外部影响差异。
在所有的回归结果中,外出务工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外出务工人数占比越多,农户耕地撂荒的可能性

越高。 由列(3)结果可知,外出务工农户发生耕地撂荒的概率要比其他农户高 0. 074
 

5,由此验证了假设 H1,即
外出务工带来的劳动力流失效应加剧了农户耕地撂荒行为。

从控制变量对耕地撂荒的估计结果来看,农户个体特征中健康状况良好的外出农户耕地发生撂荒的可能

性较低。 家庭特征中农业收入较高的农户对耕地的依赖程度越高,耕地的生计保障功能越明显;家庭用电情况

进一步反映了农业生产过程的设施条件(特别是在粮食抽灌移栽环节),也从侧面反映了耕地利用情况。 村庄

特征方面,具有路灯的村庄交通道路表明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耕地越不易发生撂荒。 可能的解释是,当村

庄道路条件较差时,农业生产中引入农机具将会面临诸多不便,难以有效发挥机械替代作用[34] 。

表 2　 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

变量 (1) (2) (3)

外出务工 0. 062
 

6∗∗ 0. 077
 

4∗∗∗ 0. 074
 

5∗∗∗

(0. 028
 

6) (0. 029
 

0) (0. 029
 

2)

户主年龄 0. 000
 

7 0. 000
 

6

(0. 002
 

4) (0. 002
 

4)

户主性别 -0. 092
 

7 -0. 095
 

9

(0. 127
 

2) (0. 127
 

2)

户主文化程度 0. 001
 

4 0. 001
 

5

(0. 002
 

7) (0. 002
 

7)

户主婚姻状况 0. 049
 

0 0. 048
 

6

(0. 092
 

4) (0. 092
 

4)

户主健康状况 -0. 031
 

2∗∗ -0. 030
 

4∗∗

(0. 013
 

0) (0. 013
 

0)

流转耕地面积 0. 000
 

1 0. 000
 

1

(0. 000
 

4) (0. 0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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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变量 (1) (2) (3)

自有耕地面积 0. 000
 

2 0. 000
 

2

(0. 000
 

2) (0. 000
 

2)

家庭农业收入 -0. 002
 

7∗ -0. 002
 

7∗

(0. 001
 

6) (0. 001
 

6)

家庭人口规模 -0. 000
 

1 -0. 003
 

1

(0. 006
 

7) (0. 007
 

1)

自购农机具 -0. 002
 

5 -0. 002
 

3

(0. 021
 

2) (0. 021
 

2)

家庭用电情况 -0. 013
 

6∗ -0. 012
 

5∗

(0. 008
 

9) (0. 009
 

0)

政府帮扶 -0. 004
 

7 -0. 004
 

8

(0. 008
 

0) (0. 008
 

0)

村庄地势 -0. 008
 

1 -0. 006
 

9

(0. 009
 

2) (0. 009
 

3)

村庄基础设施 -0. 016
 

8∗ -0. 017
 

6∗

(0. 010
 

8) (0. 011
 

0)

村庄公共服务 -0. 013
 

3 -0. 012
 

3

(0. 016
 

6) (0. 016
 

6)

常数项 0. 105
 

6∗∗∗ 0. 153
 

9 0. 169
 

4

(0. 006
 

5) (0. 182
 

9) (0. 183
 

5)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9
 

210 9
 

210 9
 

210

R2 0. 001
 

5 0. 005
 

5 0. 005
 

9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后表同。

　 　 (二)收入效应的进一步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外出务工劳动力越多,耕地越容易发生撂荒,即验证了外出务工带来的流失效应。 同

时,表 3 显示,外出务工增加了农户家庭总收入。 可见,在非农部门获取了超额的劳动回报以后,这种收入效应

是否反哺农业生产有待验证。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农业生产者而言,耕地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逐渐形成了较高

的资产专用性,使得调整种植结构或是转移农业资产时面临较高的沉没成本[35 ] 。 因此,本文通过数据库问卷

中“社会化服务购买”“农业固定资产购买”进一步分析其要素配置情况,考察外出务工后面对劳动力流失带来

的负面影响是否会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 此外,由于农户层面社会化服务购买并没有直接衡量指标,本文借鉴

张禹书和张应良(2023) [28]的做法,根据农户家庭农田耕作方式以及生产工具的来源进行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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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的回归结果可知,在实现家庭总收入增加的情况下,交互项对社会化服务购买或是农业固定资产

投入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 上述检验有效地解释了在能够获得家庭汇款的情况下,外出务工农户并没有将

家庭汇款用于增加农业生产性投入,即便是投入较少的社会化服务,外出务工农户的购买意愿也并不强烈,
即验证了假设 H2。 因此,本文认为,外出务工所带来的收入效应虽然能够增加农户家庭总效用,但并不会直

接用于耕地利用投入,更多地是替代耕地的保障功能。

表 3　 收入效应进一步分析

变量 家庭总收入 社会化服务 农业固定资产

外出务工 1. 002
 

3∗ -0. 003
 

8 -0. 004
 

0

(0. 633
 

1) (0. 079
 

5) (0. 013
 

6)

外出务工×家庭总收入 -0. 004
 

8 0. 000
 

7

(0. 008
 

6) (0. 001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422
 

6 1. 367
 

0∗∗∗ 0. 002
 

1

(4. 014
 

1) (0. 501
 

2) (0. 079
 

9)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9
 

210 4
 

388 9
 

210

R2 0. 059
 

9 0. 031
 

8 0. 009
 

0

　 　 注:固定效应控制包括个体、年份、地区维度,后表同。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通过农户层面和村级层面验证回归结果,主要采取替换变量进行稳

健性检验。 根据 CLDS 农户家庭问卷提供数据计算得出撂荒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替代原有变量进行回归;其
次,对于解释变量的替换,选择农户外出务工人数进行补充。 表 4 结果显示,列(1)和列(2)中外出务工对耕

地撂荒的影响均呈现正向效应。 从村级层面来看,延续多年的乡村生产生活,农户之间多为熟人,从事农业

生产活动多是建立在合作互助的生产关系之上。 如果村内出现大量的外出务工,单个小农户更难以承受分

散经营带来的过高经营成本,从而选择撂荒的概率更高。 因此,本文选择村级层面分析外出务工对耕地撂

荒的影响,在 CLDS 村居问卷中选取“季节性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人口数量”作为解释变量,并选取“本村是否

有土地弃耕撂荒现象”以及“本村土地弃耕撂荒面积占村土地面积的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
列(3)和列(4)结果显示,季节性外出务工同样会引发耕地撂荒的发生,这与前文分析结果基本一致,结果较

为稳健。

表 4　 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农户层面 村级层面

(1) (2) (3) (4)

外出务工 0. 060
 

0∗ 0. 010
 

6∗∗

(0. 021
 

0) (0. 005
 

6)

季节性外出务工 0. 001
 

9∗ 0. 006
 

2∗

(0. 002
 

7) (0. 005
 

2)

84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4, 2024)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 年第 4 期)

表4(续)

变量
农户层面 村级层面

(1) (2) (3)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9
 

210 9
 

210 9
 

210 9
 

210

R2 0. 003
 

4 0. 005
 

2 0. 001
 

9 0. 005
 

4

　 　 注:列(1)和列(4)中的被解释变量为撂荒率。 列(2)中的解释变量为外出务工人数,被解释变量为耕地撂荒行为。 列(3)中的被解释变

量为本村是否有土地撂荒现象。

　 　 (四)内生性问题处理

正如前文所述,针对外出务工与耕地撂荒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文中进一步借助工具变量进行

修正。 通过借鉴已有研究[36] ,具体选取“除农户自家外同一行政村内其他农户家庭外出劳动力占比的平均

数”作为工具变量( IV)。 首先,工具变量的选取需要满足外生性条件。 同一个行政村内其他农户家庭的外

出务工人数并不会影响农户本身家庭的耕地撂荒,即符合这一筛选条件。 其次,工具变量的选取需要满足

相关性条件,而同村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占比越高,不仅反映村庄内部非农经济情况越突出,同时在中国广大

农村家庭中,劳动者个人行为与其邻居行为之间存在相互依赖性[37] ,这种同群效应会通过同村邻里之间的

交流互动带动农户本人的非农就业,即满足相关性要求。 为确保工具变量选取的有效性进行了弱工具变量

检验,表 5 列(3)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的最小特征统计值为 35. 34,显著大于 10,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

验。 文中还进行了不可识别检验,Anderson
 

LM 统计量显著拒绝了此不确定性因素。 因此,本文选取的工具

变量是有效的。 此外,在有效性得到验证的同时,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检验同样重要。
安格里斯特和克鲁格(Angrist

 

&
 

Krueger,1991)提出在保证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将可能存在内生性

的解释变量与工具变量纳入同一回归方程,如果工具变量对结果的影响不显著,就可以证明工具变量仅仅

是通过影响内生变量来影响最终结果的[38]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5 中列(1)所示。 此外,努恩和万车垦(Nunn
 

&
 

Wantchekon,2011)提出证伪验证思路,严格意义上的工具变量是否外生,将其直接放入原模型替换内生变

量进行回归,将不会产生与基准回归方向相同的显著影响[39] 。 本文在进行验证后,结果如列(2)所示,均有

效验证了外生性。
表 5 中列(3)与列(4)是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估计的回归结果。 列(3)主要展示第一阶段回归

结果,可以看出,文中所选取的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外出务工)之间具有强相关性。 同时,列(4)展示的第

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外出务工会增加农户耕地撂荒的概率,这与基准回归模型中的结论是一致的。 值得

注意的是,在使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外出务工变量系数的绝对值显著增大,意味着若是忽视内生

性问题将会导致影响效应被低估。

表 5　 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回归结果

变量
工具变量 2SLS

(1) (2) (3) (4)

外出务工 -0. 051
 

6 0. 084
 

0∗∗∗

(0. 110
 

0) (0. 03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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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

变量
工具变量 2SLS

(1) (2) (3) (4)

外出务工_IV -1. 921
 

1 -1. 000
 

3∗∗ -1. 287
 

8∗∗∗

(1. 982
 

5
 

) (0. 545
 

3) (0. 215
 

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 497
 

5 0. 991
 

8∗∗∗ 0. 793
 

7∗∗∗ 0. 168
 

4

(1. 134
 

9) (0. 346
 

4) (0. 283
 

9) (0. 183
 

5)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9
 

210 9
 

210 9
 

210 9
 

210

　 　 注:列(1)、列(2)和列(4)的被解释变量为耕地撂荒行为,列(3)的被解释变量为外出务工。

　 　 (五)机制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外出务工农户由于劳动力流失效应引发耕地撂荒,同时,在探讨收入效应时发现,外

出务工将会带来家庭总收入的增加,但这部分在非农部门获取的超额劳动回报并没有直接用于农业生产

性投资,抑或实现劳动力要素的替代,反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耕地的保障功能。 因此,结合前文外

出务工影响耕地撂荒的分析框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逐步回归检验其中的作用机制[40] 。 表 6 报告

了机制检验的估计结果。 由列(2)可知,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汇款具有正向影响,且在 10%水平上显著。

列(3)中,引入家庭汇款这一变量后,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具有正向影响,且耕地撂荒变量与家庭汇款变

量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即外出务工通过促进家庭汇款,间接增加了农户耕地撂荒,再次验证了

假设 H3。 可以看出,由外出务工带来的家庭汇款增加进一步加剧了农户耕地撂荒行为,也与现有部分研

究结论一致,即因外出务工而流入的汇款并没有被农户用来改善耕地农业生产,反而加剧了劳动力流失

带来的消极影响[41] 。

表 6　 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影响的机制分析

变量 (1) (2) (3)

外出务工 0. 084
 

0∗∗∗ 0. 051
 

2∗ 0. 072
 

2∗∗

(0. 030
 

3) (0. 030
 

3) (0. 029
 

2)

家庭汇款 0. 043
 

7∗∗∗

(0. 014
 

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9
 

210 9
 

210 9
 

210

R2 0. 006
 

1 0. 009
 

3 0. 007
 

9

　 　 注:列(1)和列(3)的被解释变量为耕地撂荒行为,列(2)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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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异质性分析

作为农户重要的生计谋生方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显著增加了农户耕地撂荒行为,但外出务工的影

响在不同群体间是否存在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外出务工农户可能因存在的固有特征、地区政策

实施的传导最终导致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存在差异。 因此,本文继续考察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影响的异质

性,按照农户个体特征和政策制度、社会保障设定分类变量,引入各分类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外出务工的交

互项,进行异质性分析。

　 　 (一)专业化生产

前述分析已表明外出务工会增加家庭收入,但农户收入增加并没有直接体现在农业生产的投入上,这

种现象是否具有普适性亟待论证。 实际中,相对于小农生产,具有农业经营比较优势的专业户可能将增加

的非农收入投入农业生产中,谋求更高的土地产出率,以此提高耕地的利用效率。 因此,本文考察不同外出

务工农户群体对耕地撂荒存在何种影响。 专业户表示为是否专业化生产的虚拟变量,如果是专业户,取值

为 1,否则取值为 0。 表 7 报告了估计结果,列(1)中交互项外出务工×专业户的系数显示,对于农户耕地撂

荒行为而言,专业化生产农户外出务工减少了专业户的耕地撂荒行为。 结果显示,专业化生产农户外出务

工增加 1%会使耕地撂荒行为降低 0. 136
 

4。 究其原因,与传统小农生产相比,专业化农户自身具有丰沃的

禀赋资源,能够更好地实现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 诸多文献也发现,耕地面积的增加有助于提升农户

生态耕种意愿,具有规模化经营的专业户能够从农业种植中获益更多[42] 。 这也间接表明,具有专业化生产

的农户即便存在外出务工劳动力,发生耕地撂荒的可能性更小。

　 　 (二)产权稳定性

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般而言,农地产权稳定性将有助于稳固农户

的农地排他能力、谈判能力以及交易能力。 如果农地产权是不稳定的,农户往往需要花费更高的成本投入

来守护自己的农地产权。 在非农收入普遍高于务农收入的大环境下,农户很难提高耕地利用效率,甚至会

出现耕地撂荒的短期行为[32] 。 表 7 报告了不同确权程度下,外出务工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 土地确

权程度以农户是否领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构建虚拟变量,如果已领到,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列(2)中交互项的系数值为负,但并不显著。 究其原因,农地改革的深入实施不仅拓展了农户土地权利的空

间,同时凸显农户家庭承包权的财产属性,使得土地承包权的分离性与流动性减弱,可能存在激化家庭撂荒

行为的可能[43] 。

　 　 (三)社会保障

表 7 报告了不同社会保障情况下,外出务工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 社会保障是指农户家庭全年

享受政府帮扶,包含失业救济、社会救助、低保的领取情况,如果已领取政府帮扶资金则取值为 1,否则取值

为 0。 列(3)中交互项外出务工×社会保障的系数显著为正。 正如前文所述,具有非农就业比较优势的农户

会将增加的非农收入转化为家庭保障与消费,专门从事非农生产[44] ,减少对土地的依赖,发生撂荒的可能性

更大。 这意味着,农户家庭拥有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耕地的保障功能。 已有研究表明,中国新农保

的实施降低了老年人农业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45] ,故这类拥有社会保障的农户对耕地的生计依赖程度随之

降低,选择逐步退出农业生产或是撂荒耕地的可能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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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外出务工 0. 012
 

9∗ -0. 139
 

6 0. 067
 

2∗∗

(0. 038
 

9) (0. 130
 

4) (0. 029
 

7)

外出务工×专业户 -0. 136
 

4∗

(0. 058
 

8)

外出务工×土地确权 0. 164
 

5

(0. 116
 

0)

外出务工×社会保障 0. 073
 

9∗

(0. 056
 

3)

常数项 0. 175
 

6 -0. 775
 

3 0. 173
 

0

(0. 293
 

7) (0. 608
 

0) (0. 183
 

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
 

352 4
 

573 9
 

210

R2 0. 007
 

1　 　 0. 042
 

7　 　 0. 006
 

3　 　

　 　 注:列(1)—列(3)的被解释变量为耕地撂荒行为。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借助家庭内部分工理论构建出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理论框架,关注流失效应和收入效应在其中

的作用差异。 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由于家庭中大量劳动力非农转移所带来的

流失效应,会造成农户耕地生产有效劳动力投入不足,引致耕地撂荒行为的发生,即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行

为有正向影响。 同时,外出务工在非农部门获取了超额的劳动回报后,由此产生的收入效应并不会正向作

用于农业生产性投资,实际产生的是耕地保障功能的削弱,反而加剧了耕地撂荒。 第二,外出务工通过增加

家庭汇款,加剧了农户耕地撂荒行为,家庭汇款在外出务工影响耕地撂荒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第三,异

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存在专业化农户、社会保障异质性。 专业化生产农户具备

较好的禀赋资源,能够更好地实现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放弃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较高,即便家庭成员

外出务工也不会轻易地撂荒耕地;具有社会保障的农户家庭,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更为突出,很大程

度上源于对耕地的生计依赖程度的降低,外出务工后选择逐步退出农业生产或是撂荒耕地的可能性更高。

　 　 (二)政策建议

基于农户家庭内部成员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配置,是为了实现家庭总效用的最大化,以此产生的多元

化的经营方式都是为了达成较好的生活条件或是完成家庭再生产。 如果商品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或是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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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个有效率的家庭所有成员都会在市场部门或家庭部门完全实现专业化。 当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从事市

场资本投资能获得远高于其他成员的家庭资本投资收益时,就会出现更极端的专业化,所有成员都会在市

场部门进行专业化投资,从而导致家庭耕地撂荒问题的出现。 即便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户家庭会在市场部

门和家庭部门分别进行投资,但获得的非农经济回报通常会以家庭汇款的方式解决日常生活需求,也在一

定程度上削弱了耕地的保障功能,导致农户家庭撂荒耕地的可能性增大。 客观来看,家庭汇款可以拉动农

村地区性的商品需求,从而推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但在经济上削弱了耕地生计依赖,拉远了农村家庭与耕

地的联系,耕地生产的深层次结构会随之发生较大变化。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确保外出务工农户能够获得持续的收入来源,化解家庭经济后顾之忧,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从而安心“腾出”土地。 政府部门需要积极帮助农户提高非农就业能力,开展多元化职业教育培训、技能培

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保证农户具备就业竞争力。 第二,充分释放家庭汇款在农业生产中的积极作用,需

要稳固提升农村地区现代化生活条件,保障农村居民高品质生活需求,促进家庭汇款自愿、优先配置于农业

生产经营领域。 第三,有序引导土地流转和托管,争取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等方式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农业

适度规模经营,吸引生产主体复垦复耕。 为此,一方面,要积极协调地区农村经营管理机构职能,培育发展

规范化的服务组织,提升其专业化、精细化、高效化技术支撑能力;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服务能

力,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权力,完善耕地流转宣传与引导工作。 针对部分因农户常年外出务工而无人耕

种的撂荒地,在有偿收回的同时,土地承包权优先分配至适度规模经营或是专业化生产者,保证农业生产的

长期稳定性,充分调动耕地种植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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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foundation
 

of
 

food
 

production,
 

farml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food
 

secur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Farmland
 

abandonment
 

is
 

a
 

final
 

decision
 

made
 

by
 

farmers
 

after
 

weigh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migrant
 

work
 

is
 

one
 

of
 

the
 

influencing
 

reasons.
 

Therefore,
 

it
 

i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nt
 

work
 

and
 

farmland
 

abandonment,
 

which
 

can
 

provide
 

corresponding
 

references
 

for
 

policy
 

formulation
 

to
 

reduce
 

farmland
 

abandon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famili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impact
 

of
 

migrant
 

work
 

on
 

farmland
 

abandonment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mechanism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CLDS)
 

from
 

2016
 

to
 

2018.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ss
 

effect
 

brought
 

by
 

migrant
 

work
 

leads
 

to
 

the
 

shortage
 

of
 

effective
 

labor
 

input
 

for
 

farmland
 

production,
 

thus
 

resulting
 

in
 

farmland
 

abandon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income
 

effect
 

generated
 

by
 

migrant
 

work
 

through
 

obtaining
 

excessive
 

labor
 

returns
 

in
 

the
 

non-agricultural
 

sector
 

does
 

not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investment.
 

Actually,
 

it
 

weakens
 

the
 

security
 

function
 

of
 

farmland,
 

which
 

exacerbates
 

farmland
 

abandonment.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migrant
 

work
 

mainly
 

affects
 

farmland
 

abandonment
 

behavior
 

by
 

increasing
 

family
 

remittances.
 

The
 

possible
 

reason
 

is
 

that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migrant
 

workers
 

are
 

the
 

primary
 

way
 

for
 

farmer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family
 

welfare.
 

After
 

farmers
 

go
 

out
 

to
 

work,
 

family
 

remittances
 

are
 

mainly
 

used
 

to
 

subsidize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so
 

as
 

to
 

improve
 

family
 

living
 

standards.
 

It
 

also
 

replaces
 

the
 

security
 

function
 

of
 

farmland
 

to
 

a
 

certain
 

extent,
 

leading
 

to
 

gradual
 

separation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abandonment
 

of
 

farmland.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migrant
 

work
 

from
 

professional
 

families
 

can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Furthermore,
 

the
 

impact
 

of
 

migrant
 

work
 

on
 

farmland
 

abandonment
 

is
 

more
 

prominent
 

for
 

households
 

with
 

social
 

security.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ensuring
 

that
 

farmers
 

have
 

stable
 

out
 

of
 

town
 

jobs
 

and
 

social
 

security
 

for
 

a
 

long
 

time,
 

it
 

should
 

effectively
 

guide
 

land
 

transfer
 

and
 

trusteeship
 

and
 

encourage
 

various
 

forms
 

of
 

moderate
 

agricultural
 

scale
 

management
 

to
 

alleviate
 

farmland
 

abandonment.

The
 

possibl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hreefold.
 

First,
 

it
 

takes
 

the
 

intra-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
 

as
 

the
 

entry
 

point.
 

Second,
 

it
 

expand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mainstream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loss
 

effect
 

and
 

supplements
 

the
 

inadequacy
 

of
 

existing
 

quantitative
 

studies.
 

Third,
 

it
 

explains
 

the
 

process
 

of
 

factor
 

resource
 

exchange
 

and
 

allocation
 

included
 

in
 

migrant
 

work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which
 

makes
 

up
 

for
 

the
 

limitation
 

of
 

previous
 

studies
 

that
 

focus
 

on
 

static
 

analysis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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